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及其启示——以1920—1930年代的“小国文学”研究为例 by 韩晗
文学研究
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及其启示
———以 1920—1930 年代的“小国文学”研究为例
韩 晗
摘 要:学界一般认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起点是郑振铎的《文学大纲》，然而今日外国文学研
究的“中国化”理论和实践，从逻辑上与郑振铎并非一脉相承。对早期外国文学研究史料的爬梳和分析表
明，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当是“小国文学”研究。1920—1930 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界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于“小国文学”的偏爱，以期望获得对中国社会有帮助的经验。“小国文学”研究奠
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基础，并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但政治化与时代化两大特征，
也是其历史局限性所在。今日的研究者应当从这两大特征入手，检省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之得失，并发
掘其对当下外国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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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地看，外国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起于 1840 年的“第一
次鸦片战争”，终于 1917 年的“新文化运动”，属于“西学东渐”浪潮的产物，此阶段以“译介”为主，旨
在将西方现代文明传入中国，起先为严复开创的科技翻译，其后逐渐有了以林琴南主导的文学文化类
翻译，“译书”遂成为了外国文学在晚清中国的主要传播形式，并一直延伸到民国初年。而在第二个
阶段，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学人开始有选择地关注于一些“弱小民族文学与小国文学”(下文简称“小国
文学”)①作品，并期望能够从中获得相应的文化、政治经验。而“中国化”②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趋
势，并为后世外国文学研究奠定了逻辑方向与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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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宋炳辉更倾向于“弱势民族文学”这一说法，因为“民族包含了各阶层的民族成员间的文化联系”，
而“国家”则更多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性质。见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南京:南京大
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 页。但笔者更倾向于“小国文学”，原因有四:首先，在研究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
围绕波兰、苏联、捷克与巴西等国家为对象进行的。其次，“小国文学”的研究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在“弱势民族”独
立建国的政治经验，而非对其民族精神的探讨。其三，当时许多刊物如《现代文学评论》、《文艺阵地》与《现代》等
都使用“小国文学”这一说法并以其为名开设专栏、专号;其四，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大陆、港台学界使用“小国文
学”一词的学术论文有 229 篇，而使用“弱势民族文学”一词的学术论文仅有 91 篇。
笔者在此拟定义“中国化”这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从表面上看，“中国化”是“中式”(sinicized)的意思，但实际上
“中国化”反映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在地性”(locality) ，即研究者主张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实际情况出发来研究外
国文学，而不是意图构造出一种中式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想，而目前学界对于这一说法亦有不同，既有用“中国
化”一词，也有用“本土化”、“时代化”或“民族化”等不同说法，但大致意思都与“在地性”相同或相似。因此，本
论所讨论“中国化”则是以“在地性”为核心主旨的，为叙述方便，故全文以“中国化”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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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认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起点是郑振铎的《文学大纲》。1927 年，郑振铎在这套
中国人自己编纂的世界文学史著中高声呼吁“介绍世界的文学”乃意在“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求
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①并明确主张应该在研究外国文学的同时，不应忽视“本
国主义”的立场，即既要研究国外的文学作品，还要创作出受其影响的本国佳作。由于郑振铎的影响
力与《文学大纲》的普及范围之广，②当下学界有一种趋势，认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滥觞即在
于此。③
但笔者发现，今日中国(当然也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理论、实践及其得
失，实际上与郑振铎的主张有一定距离，从逻辑上很难构成与其一脉相承性。自上世纪开始，几代学
者所不断开辟、开拓的外国文学研究事业，其“中国化”的目的更多是对外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创作、
理论生成机制、思潮流派与历史趋势的探讨、探究及总结，而并非只是为了促使本国文学创作的发展。
因此，若单纯将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视作是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则难免牵强附会
之嫌。
鉴于如上问题，本论拟以“小国文学”为研究核心，从早期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出发点、研究主旨入
手，力图站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史的高度，重新爬梳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发展脉络，追寻其逻辑
起点，并解答如下三个问题:第一，“小国文学”研究何以构成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第
二，“小国文学”研究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三，当下外国文学研究应从“小国文学”研究中吸取什么样
的精神资源?
二
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史来说，《文学大纲》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后世研究者仍不
能忽略郑振铎这一说法的时代性，该书首版的 1927 年，正是“小国文学”译介、研究在中国风行并日
渐成熟的年代，因此，追寻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逻辑起点，从“小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入手显然有
着特殊的意义。
“小国文学”肇始于鲁迅、周作人(下文简称周氏兄弟)合著的《域外小说集》，该书首版于 1909
年，分上下两册，这也是目前有案可查的、中国最早的外国文学作品选本。这套书一共收录了 16 篇外
国小说，其中除却 3 篇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说之外，其余 13 篇则为捷克、波兰、匈牙利、
挪威、丹麦与俄国作家契诃夫(Anton Chekhov，1860 － 1904)、安德莱夫(今译安德列耶夫，Alexander
S． Kaun． Leonid Andreyev，1871 － 1919)的小说。由于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社会革命一触即发，俄
国沦为“小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域外小说集》出版之后，紧接着的“新文学运动”又大大推动了世界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小国文
学”这一研究重心始终未被当时学界所忽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8 年至 1921 年)曾系统推
出过挪威、芬兰等国家的作家作品(如《易卜生专号》) ，茅盾、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被损害的民
族文学号》(1921 年 10 月，第 12 卷第 10 号)也推出了不少“小国文学”的代表著作。这些“专号”中
反映了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研究立场。在《小说月报·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引言中，茅盾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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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文学大纲》第 1 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4 页。
郑振铎是现代中国少数几位在 1949 年前后都受到当局重视并始终拥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作家，《文学大纲》堪
称中国现代出版史上重印次数最多的文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累计总印数超过 100 万册。
持这一观点的论稿包括但不限于李兰生的《外国文学研究该如何“中国化”》(《中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
丁欣的《中国文化视野中的外国文学———20 世纪中国“外国文学史”教材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 年)与
杨玉珍的《郑振铎与“世界文学”》(《贵州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等。
凡在地球上的民族都一样的是大地母亲的儿子，没有一个应该特别的强横些。没有一个配
自称为“骄子”! 所以一切民族的精神的结晶都应该视同珍宝，视为人类全体共有的珍宝! 而况
在艺术的天地里，是没有贵贱，不分尊卑的! 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正的
正义的公道。①
不同的杂志推出陆续一系列“小国文学”研究的“专号”之后，向“小国”获取文学经验这一“中国
化”的路数一再被研究者们所明确，即从已经独立建国的“弱小民族”与“小国”的作家作品、理论思潮
中，梳理出可供己用的文学经验，“被侮辱被损害民族文学”、“小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等语汇，
也自然成为了当时中国文学界频繁提及的“关键词”。②
如上种种尝试，只是“小国文学”研究的前奏。宏观地看，这既是晚清至民国以来“西学东渐”的
必然，亦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阵营因“五四”而形成了短暂联合的结果。在 1930 年代末，这一联合的
阵营终于因为国家道路的选择、政府顶层设计的差异与日寇的入侵而分崩离析。③ 在 1920—1930 年
代，因为政治主张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但历史地看，“小国文学”研究
在当时确是一次超越了政治主张的共同文化实践，其研究者亦横跨不同政治阵营，既包括鲁迅、殷夫、
茅盾、董秋斯、徐懋庸、穆木天、张闻天、周扬等左翼作家、翻译家，也包括李赞华、王平陵、杨昌溪、汪倜
然、谢六逸等“民族主义文艺”学者，也有赵景深、巴金、梁实秋、孙伏园、胡适等“自由主义派”文人。
正因他们的共同努力与实践，才体现出了“小国文学”的时代性与共性。④
笔者认为，这种共性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作者与刊物的跨阵营交叉，二是研究对象的一致性。
这两点实际上体现出当时学界在“小国文学”研究上的合力，也反映了今后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
内在分歧。
首先，“小国文学”研究在 1930 年代进入到了成熟阶段，“左联”期刊与“民族主义文艺”期刊均开
辟了“小国文学”研究专栏或专号，共同形成了研究的主力军。波兰作家显克维奇(今译显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1846 － 1916)、匈牙利作家裴多菲(Peitofi Sander，1823 － 1849)等人的代表作时常
被《文学》、《译文》、《文学界》、《奔流》与《莽原》等左翼期刊推介并迅速传播，成为了当时中国名噪一
时的汉译名作。
与此同时，有着国民政府官方背景的“民族主义文艺”期刊如《现代文学评论》、《矛盾》与《前锋
周报》等亦推出了“小国文学”作家作品，如范争波、王平陵、李赞华、朱应鹏与杨昌溪等有官方背景的
学者同时也撰写了不少“小国文学”研究稿件，有与左翼文学一争高下的态势。原本水火不容的两大
文学阵营，竟会在同一历史时间做出同样的文学选择，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巧合。
而且，在《现代文学评论》中可以看到“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的稿件《巴西文学概观》，左翼作家马
彦祥的《高尔基与杰克伦敦之比较研究》也发表在《矛盾》杂志上，而在左翼期刊中，亦偶然也可看到
·721·
韩 晗: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及其启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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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署名“记者”)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引言》，《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10 号(1921 年 10 月)。
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第 36 页。
王汎森曾认为，192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从“五四”的现代性联合走向分裂的原因在于对国家道路选择的差
异。参见氏著:《傅斯年:中国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2 年。但笔者认为，这种分裂的深
层次原因是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于“民族 /国家”认同的差异，而“小国文学”研究则是他们在文化实践上唯一保持
共性的地方。
在当时有案可查的学者中，唯一对“小国文学”研究提出批判意见的是林语堂，他称“小国文学”的译介为“今文八
弊”，认为“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翻译是“其弊在浮”的“流风”。参见氏著:《今文八弊》，《人
间世》第 28 期(1935 年 5 月 20 日)。
赵景深、叶灵凤①等亲近“民族主义文艺”或“中间作家”等人所撰写的“小国文学”研究论稿。② 从表
面上看，这是对“新文化运动”时“小国文学”研究热潮的精神赓续，但从本质上讲，这种迎合不同政治
阵营的需要的研究实践，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分歧。
茅盾曾认为，这是有官方背景的刊物“以敦请的威胁的利诱的各种手段招致中间作家去投稿”的
结果，并认为一些官方学者将一些欧亚国家的文学列入“小国文学”范畴乃是“自作多情”。③ 这一说
法有失偏颇，当时的作家实际是自由投搞的，左翼期刊曾也刊登“中间作家”的来稿，尤其像周扬、赵
景深、欧阳予倩这样在不同政治阵营中都属于社会名流的作家，几乎不会存在被“威胁”一说，而且值
得一提的是，给《现代文学评论》投稿的周扬，属于左联的主要领导，亦非所谓的“中间作家”。
其次，“民族主义文艺”研究者与“左翼文学”的实践者都关注于“小国文学”，甚至同一或几位外
国作家、作品，都曾先后或同时被不同政治阵营的文艺期刊所译介、评述，体现出了研究对象的一致
性。譬如《现代文学评论》杂志 1931 年第 1 卷第 4 期刊登了赵景深的译文《匈牙利大诗人裴都菲》，
但在 1929 年，左翼翻译家梅川就曾先后将裴多菲的诗作翻译并发表于左翼刊物《朝花》第 11 期与
《朝花旬刊》第 4 期上，与此同时，另外一份左翼期刊《奔流》杂志也刊登了左翼作家白莽(即殷夫)④
关于裴多菲作品评论的译文。除此之外，《矛盾》杂志第 3、4 卷合期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曾推出
过朝鲜作家的作品，而几乎相似的朝鲜作家、作品又被左翼期刊《大众文艺》第二卷第四期与《译文》
新一卷第一期所译介、评述。
在研究、译介对象上超越政见、打破对立的情况，除却上举两例，还有不少例证。这实际上反映了
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共同主张:期望能够通过对其他已经独立建国或是正在进行独立斗争的“小国
文学”中获得可资中国民族借鉴的文学经验，如巴西、丹麦、苏联、捷克曾与中国何其相似，缘何它们
民族独立之后可以迅速的走向繁荣与发展，而中国却继续陷入内乱当中?
正如夏志清所说，当时的中国文人，最大的目标就是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中国社会。⑤ 因为这既
由当时文学政治性的趋势所决定，也是时代所迫。但凡将文学与中国时局相联系，势必就会以文学为
杠杆，以政治为支点进行思考与探索。当时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与捷克马萨里克(T． G Masaryk，
1850—1937)民主革命的相继胜利，朝鲜也爆发了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反殖”成为了 20 世纪初世
界的政治主潮，许多长期受压迫的民族通过革命的手段独立建国，这给长期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中
国带来很大的刺激。在这样的语境下，无论是左翼还是官方的文人，自然都会从“小国文学”中借鉴
经验，这也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1920—1930 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于“小国文学”的偏
爱，试图以刚刚获得或是正在进行民族解放的国家(或民族)为研究对象，来解读该国的文学，以期望
获得对中国社会有帮助的经验。这一学术实践打破了左翼与官方之间的政治壁垒，受到了研究者的
广泛青睐，其得失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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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赵景深与叶灵凤无疑是颇为有趣的个案。前者曾与鲁迅因为翻译问题而互相攻讦，但实际原因是政见不同，因为
鲁迅在攻击赵景深时，顺带着骂了梁实秋;而叶灵凤则是“左联”的早期成员，因其亲近“民族主义文艺”主张并成
为《现代文学评论》的主力撰稿人而被开除，左联颁布的开除通告中便有“(叶灵凤)并且实际的为国民党民族主
义文艺运动奔跑，道地的做走狗”这样一句。
韩晗:《寻找失踪的民国杂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4 页。
茅盾(署名“石萌”) :《“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前哨》第 1 卷第 4 期(1931 年 9 月 13 日)。
据余泽民考证，裴多菲的译者署名徐培根(1895—1991) ，是白莽的哥哥，徐曾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教育长，1949
年赴台后任陆军副参谋总长、“国防部”常务次长与“国防研究院”院长。参见余泽民:《白莽兄弟与裴多菲》，《中
国新闻周刊》2010 年 3 月 19 日。
夏志清:《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2006 年，第 90 页。
三1927 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国共由合作走向分裂。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也被高度政治化了，左
翼政治力量与国民政府官方对于“民族独立”的看法出现了本质的分歧，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
政治力量认为，中国要想民族独立，势必要先进行阶级革命，推翻压迫底层民众的“买办阶级”，①进而
才能真正的获得民族独立;而作为执政当局的国民政府则主张，民族主义意味着中国各民族必须紧密
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齐心协力实现民族的救亡、独立与复兴。此时的“小国文学”研究，虽
然进入了成熟阶段，但其实已经出现了分野。
从结果上，两种主张之间差异不大，但从过程上看，两者之间却有不可弥合的鸿沟。前者高举
“弱小民族文学”、“小国文学”大旗，旨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买办阶级的双重压迫;而后者力图
在全世界弱小民族、新生国家中求觅共性，为党国体制寻求合法性，并在“民族文艺运动”中进行实
践。因此，不同的政见者虽同时进行“小国文学”研究，并在文章、期刊中表现出一些内在性差异，但
就广义范畴上成熟阶段的“小国文学”研究而言，仍有两个共性特点不容忽视，一是政治性，一为时
代性。
首先是政治性，其中对裴多菲的译介、述评便体现出了“一个对象，两种视角”的政治特征。譬如
《现代文学评论》所节译海维西(A Hevesi，1886 － 1953)的一篇论稿认为，裴多菲的伟大在于其对于民
族、国家的热爱，“深信自由可以解放世界，因此追踪于法国革命思想之后，唱出爱国和政治的猛烈的
歌声来”，②并在“译者附志”上注明，“我国关于裴都菲的论文尚有以下几篇可供参考”，其中包括茅
盾、梅川与白莽等左翼作家、翻译家的作品。③ 在该刊主力作者杨昌溪看来，以裴多菲为代表的匈牙
利文学表现的是工业发展、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家意识形态，“欧洲的机器工业勃兴，在经济和政治上
都促成了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命。因此，每一个弱小民族赖以维系民族精神的小说、戏剧、诗歌、民间故
事等都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而兴起了”。④
但在白莽、鲁迅等左翼作家眼里，裴多菲被打上了另一重符号，他们所赞颂的裴多菲，乃是基于阶
级斗争的社会革命，而非对于民族、国家的热情。裴多菲的译者白莽作为“左联五烈士”被国民政府
处决，他发表在《莽原》终刊号即第 2 卷第 5 期(1929 年 11 月)的几首裴多菲诗作自然也成为了遗稿。
白莽遇害之后，另外一位左翼翻译家孙用翻译了裴多菲的另外一部长诗《勇敢的约翰》，并邀请鲁迅
担任校对人，鲁迅在校后记中如是写道:
作者的事略，除译者已在前面叙述外，还有一篇奥国 Alfred Teniers 做的行状，白莽所译，登
在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一本的《奔流》中，说的较为详尽……( 省略号为引者所加) 无论怎样碰
钉子，这诗歌和图画，却还是好的，正如作者虽然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也依然是一个诗人和英
雄一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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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毛泽东首创“买办阶级”这一提法，“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
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
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
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见毛泽东:《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1925 年第 4 期(1925 年 12 月 1 日)。
海维西:《匈牙利大诗人裴都菲》，赵景深译，《现代文学评论》第 1 卷第 4 期。
参见海维西:《匈牙利大诗人裴都菲》译者附志，赵景深译，《现代文学评论》第 1 卷第 4 期。
杨昌溪:《匈牙利文学之今昔》，《现代文学评论》第 1 卷第 1 期(1931 年 4 月 10 日)。
鲁迅:《勇敢的约翰·校后记》，见裴多菲:《勇敢的约翰》，孙用译，上海:湖风书店，1931 年。
鲁迅对《红楼梦》的评价在与此仿佛有异曲同工之妙:“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
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①当然，作为
审美客体的文学文本在不同的研究者眼中会产生出不同的景象，但如显克微支、裴多菲、安徒生等
“小国文学”的作家们的作品，其实都是在经历了“译介”之后，或多或少被打上了“借古讽今、托洋言
中”的政治烙印。
其次是时代性，如果说裴多菲在两种政治选择中产生出了“各表一枝”的多元阐述的话，那么两
派文人对于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 － 1938)的述介则更见时局之波谲云诡。作为意大利民
族主义作家的邓南遮，甫一译介来华，便获左右两派文人的好评。1921 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接连
发表文章《邓南遮将军劳乎》与《意大利戏曲家邓南遮的近作》，为邓南遮对南斯拉夫阜姆(Fiume，今
属克罗地亚)地区的侵占行为辩护，不久后，张闻天也翻译了邓南遮的四幕戏剧《琪蛾康陶》，发表于
1924 年第 4 卷第 11 期的《小说月报》上。1926 年，邓南遮从一个民族主义者变为国家主义者。左翼
文学家果断对其弃之不理，但“民族主义文艺”阵营则却加紧了对邓南遮的关注，1929 年，向培良翻译
了邓南遮的剧作《死城》，并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1932 年，《文艺月刊》发表了若斯翻译易吉·德
尔·里奇奥(Luigi del Ｒiccio，生卒年不详)的述评《杜西与邓南遮》。他在中国的登场直至二战爆
发，邓南遮受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 － 1945)政权并蜕沦为纳粹喉舌之后，很快被中国的
左右两派文人所共同抛弃。
除却紧跟政治的时代性之外，还有对于社会伦理的关注。譬如在对加拿大文学的研究中，汪倜然
以加籍荷裔女作家奥斯丹苏(Martha Ostenso，1900 － 1963)的小说《地下的泉水》为对象，从“新一代青
年人反抗旧礼法”这一“中国化”视角入手，阐释当代加拿大文学中的“青年人”形象问题，堪称视角
新颖。
除上述两例之外，“土耳其文学”也是“小国文学”研究体系中一个颇有趣的案例。作为 1930 年
代才进入到中国学者视野的研究对象，土耳其文学基本上只限于官方学者关注，研究者多半从土耳其
“新文学革命”入手，切合 1931 年 11 月 23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四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②配
合中国的“民族文艺运动”，反思“小国文学”受到帝国主义压迫时的反应，从而实现颂扬执政当局与
强调民族的意义:
假如不是有了新土耳其的建立和文字的革命，土耳其文学永远没有发扬的一日呢。在革命
未成功以前的土耳其，不但政治和经济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即是在文字上，除了艰深的亚拉
伯文之外，还加上了帝国主义者作为文学侵略工具的教会学校所施行的教育中对于扑灭土耳其
文字的阴谋。③
杨昌溪总结出殖民者对土耳其地区“波斯化”与“亚拉伯(今译阿拉伯)化”文学的废除，这直接
导致了土耳其民族文学的衰落，而且，土耳其虽在苏联的帮助下获得民族独立，但考虑到前车之鉴，因
此拒绝苏联文化的渗透，进而保全、发展了自身民族文学的个性。藉此，杨昌溪还敏锐地发现了土耳
其在“去殖民化”重构民族文化的路径，“由民间文学探寻出土耳其民族所呈现的个性”、“土耳其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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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 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蒋介石于 1931 年 11 月 23 日在“国民党南京四全大会闭幕式”的讲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定设立“对
日问题专门委员会”、“九·一八”为中国国难日、训令蒋介石立即北上收复失地，并设立“国难会议”共筹救国方
略，确认马占山抗日为正当防卫等具体政策，并通过了《对日侵略暴行之决议》、《为日本侵略东三省时间对全世
界宣言》等文告。
杨昌溪:《土耳其新文学概论》，《现代文学评论》第 1 卷第 2 期(1931 年 5 月 10 日)。
的曙光，便可以由民间文学而燥发了”。①
尽管土耳其独立较晚，但建国、发展却较为成功顺畅，因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官方学者关注的对象，
而王善赏的《土耳其民国十周国庆之感想》，则与杨昌溪的这篇文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近百年来，欧美人的眼中，尝认远东有一老大病夫———中国; 近东有一老大病夫———土耳其。
把土耳其与中国比，我们自然不愿，各人怀着“羞与为伍”之感了……甚至两年之中，( 我们) 失地
四省，国势之危，过于往日。所以我们今日对于土耳其，已由“羞与为伍”的境界，一变为“自惭形
秽”了。②
无论是不同阵营文人对于邓南遮的评介，还是官方知识分子对于土耳其的研究，无疑都反映了
“时代性”的特征。其实，时代性何尝又不是政治性的另一种表现呢?当时中国研究者以“小国文学”
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受研究对象的身份与时代价值所决定。若研究对象有助于其宣扬政治观点、
符合时代需要，则大加宣扬，若观点不合，或有悖于其政治主张，则弃之不用。这种政治性与时代性成
为了当时外国文学研究界选择译介、评述对象的尺规，并对日后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路径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四
“小国文学”研究不但构成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更可以为当下外国文学研究“中
国化”提供较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重新检省“小国文学”的得失，不只是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
化”追寻逻辑起点，更是提炼与总结历史经验，以启迪后学。依笔者浅识，以为有如下三点启示可供
参考。
首先，“小国文学”研究反映了早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艰辛开拓，虽然有得
有失甚至误读，但总体奠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基础，并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1920—1930 年代的“小国文学”研究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鲁
迅、周作人、张闻天、向培良、赵景深、梁实秋、邵洵美、巴金、杨昌溪、殷夫、茅盾、施蛰存与林语堂等人，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整个“小国文学”研究体系中，涉及的外国作家有一百余人，30 多个国家，十几
种语言，至于译著、论文累计逾千篇(部)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资料库。虽然研究者各自代表不同
的政见，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筚路蓝缕之功则是切实无疑的。
“小国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与时代性的产物，1920—1930 年代是近代中国最纷乱的年
代，既有内乱，又有外寇，党派林立、军阀混战。在这样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很难脱离政治而独善其身。
因此，“小国文学”研究被赋予了政治的取向并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亦不足为奇了。
其次，过于政治化、时代化促使了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历史局限性，并对日后外国文学研究
“中国化”影响深远。
因为政治性、时代性的束缚，致使“小国文学”研究的视角呈现出了自身的历史局限，多数时候乃
是因为特殊的时局需要，即“为了‘小国’而‘小国’”。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来看，“小国文学”是全球化
的产物，因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产生了殖民、侵略与扩张，才导致了小国文学的发生。因此“小国文
学”研究离不开这个特殊的语境。
1949 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外国文学也时常出现“一边倒”的情况，很难说这与“小国文学”研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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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昌溪:《土耳其新文学概论》，《现代文学评论》第 1 卷第 2 期(1931 年 5 月 10 日)。
王善赏:《土耳其民国十周国庆之感想》，《河南大学学报》1934 年 3 月号。
有联系。1950 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几乎等同于“俄苏文学”与“东欧文学”，西欧、北美的文学作
品几乎没有在中国大陆有译介。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翻译家又集中译介了一大批欧美、日
韩的商业化小说，这些在本国文坛都难有一席之地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竟然获得了集体追捧。几乎与
此同时，一些欧美的现代派文学理论也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学界，给中国文学研究学界造成了至今都
难以痊愈的“失语症”。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方面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
题，有些问题并不完全归咎于属于方法论或是研究路径，而是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影响。
因此，我们既应该看到“小国文学”研究的成绩，也无法忽视其过于功利化、政治化的不足。事实
上，研究者们对一些舶来文本的译介、评述，其实不少是曲解与误读，譬如左翼作家与“民族主义文
艺”作家对裴多菲的解读、茅盾早期对邓南遮的评述等等，多半是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而非研究对象
本身，在文学史观、世界文学观缺位的情况下研究一个具体的外国文学作家或文本，难免出现“以偏
概全”的一面。
这种“以偏概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后劲。今后世界文学的历史
必然是解域流动的文学史，一个作家的国籍、身份会因为他的迁徙、移民与世界格局的变动而产生不
同的变化，传统意义上国别、民族之分不再明晰，因此，对于既定的作家、作品、思潮与流派的研究亦变
得不那么适应。因此，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既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研究方法，积极开展译介、述评等
研究工作，又要大胆寻求“中国化”的路径，这无疑对当下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
其三，在“小国文学”研究体系中，不乏有洞见、有眼光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与研究
价值。
在当下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小国文学”有了新的研究旨归。尤其近些年随着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作家奈保尔、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南非作家库切与秘鲁作家略萨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
走红世界文坛，学界对于“小国文学”的研究又重新被提上日程。越是小国越能产生世界级的大文豪
与伟大作品这一现象，亦逐渐为世界文学研究界所关注。因此，学界也开始将目光从美国、法国、俄罗
斯、英国与日本转移到荷兰、秘鲁、印度等“小国”。中国大陆的《世界文学》杂志一度曾辟出“荷兰文
学”的专辑;此外，斯洛伐克的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和美国的 World Literature Today这两家有着国际
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也在近五年内发表了不少关于南美、土耳其、伊朗、东欧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文
学的研究著述。由是可知，“小国文学”的状况与前景日趋成为国际学界的重点关注的对象。
同时，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开始着手研究一些来自于少数族群、拥有小国国籍或是利用少数语言进
行写作的一些作家，考察他们在全球化文本阅读视域下的写作及其文本传播的形式，或是超越文本研
究的范式，采取口述史、田野调查、民族志等方式对某些少数族裔作家的写作进行谱系性的研究，并试
图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思想与外国文学研究相结合，尝试着提炼、总结出“中国学派”
的世界文学研究理论，不断完善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路径。这些都是对于“小国文学”研究的精神
继承。
值得一提的是，而今当下文学研究界的所谓小国，其实不外乎为地盘小、人口少或在世界影响力
小的国家，这与当年的“小国文学”有一定差异。但当下学人应赓续前人的开拓精神，积极地探寻建
构世界文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可能性，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从这个角度上讲，作为外国研究
“中国化”之逻辑起点的“小国文学”研究之于当下的启迪意义，不应该忽视。
( 责任编辑:桑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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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dom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auty． Marxism，as the beautiful flower on the tree of human knowledge，
profoundly reveals the general laws of the development in nature，society and thinking，so it is full of the beauty
of ration． Marxism directs the Communists to pursue the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so it is full of the beauty of
realm． Marxism provides a starting point for further study and the method for the research which can be used a-
long with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so it is full of the beauty of creation． Marxism puts forward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change the world and not only to destroy an old world but also to create a new world，so it is full of the beauty
of practice． Marxism is full of the beauty of the languag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y Localize and Its Ｒevelation———Example Minor
Power Literature Study During 1920 －1930s Han Han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e Minor Power Literature Study in 1920 － 30s from the views of
the Chinese foreign literature history． Using history data analysis is by studying contents，research approach and
research idea of the Minor Power Literature Study and the 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it and Foreign Literature Study
Localiz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features that the Minor Power Literature Study was affected by epochal
and political，considered that w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y localize．
Comments on the Hot Issues of the Worl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Liu Hongtao，Zhang Ke
Since 1990s，the world literature theory has been the hot issu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cademic circle．
Its background is:Goethes ideal of world literature generated many problems and inspired many new possibilit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ot issues of world literature being discussed are as the followings，world literature is
an elliptical refraction of national literatures;world literature developed from the ancient mosaic collage to the
modern integration，literatures originally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gradually being conquered，assimilated，and
evolved into a unified whole which is world literature system;world literature is constituted by translated ver-
sions，which are the mixed and symbiotic works of the source and host cultures;world literary discourse at a
practical level pursues universal values while conveys specific ethnic tendencies and regional positions，so world
literatures exist in a plural form;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whole，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scope ex-
panding and the weakening of Eurocentric ideology．
Studies on the Criticism History of Dickens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Zhao Yanqiu
It is the first period of hundred year history of Dickens criticism of China that from the early 20 century to
1949． The research of Mr． Lin Shu in the first ten years laid a rather better found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Dickens
 criticism of China． In the 1910s and 1920s，Dickens study of China exceeded the first decade both in the scope
and the depth，but the general level of study is not very high． In this period，those articles of Dickens study which
had a high quality mainly came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achievements of study abroad． In the 1930s and 1940s，
studies on Dickens of China was prosperous． 15 novels of Dickens had 9 Chinese versions，a lot of researchers
wrote out fairly good articles，and some of researches possessed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t study．
The Internal Evaluation Logic of the Academic Journals of Social Sciences Li Pin
The media basis of judging a paper on the journal carrying is the 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of the journal
and the paper，which is denied by the database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journal evaluation should take the
form of judging a journal on its papers，instead of judging a paper on the journal． The journal-paper structur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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